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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利用一项结合社区线上和线下数据的混合研究设计，探索了
兼具媒体、社会网络和政务平台等技术特征的社区新媒体与社区治理之间的
互构关系。研究表明，居民日常的新媒体资源网络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而
官方正式平台却收效不佳。进一步分析指出，层级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使官方
平台的内容生产与居民社区性信息和互动需求分离，从而导致技术功能的
“收缩”。因此，社区建设中信息技术和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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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随着新媒体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当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通
过便捷的方式就可获取海量信息。但研究者也担心一种“传播灰色地
带”现象的出现: 人们通过相关大众媒介“知晓国际国内大事，但对自
我生存周边 3 公里范围，甚至是本居住社区的事情所知甚少”( Jiang ＆
Huang，2013; 姜飞、黄廓，2014) 。换言之，或许人们在席间对国际局势
高谈阔论，却不知身处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姓甚名谁。①然而无论在农村
还是城市，这种信息“真空”都可能对社区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例如，
当社区遭遇突发危机，地方信息的匮乏创造了谣言传播的土壤; 而社区
重建开始时，缺乏地方性生产和组织知识也降低了社区更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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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鸿，2010) 。由于人际传播土壤的萎缩和大众媒体在“社区”环节的
缺场，在网络时代，基于地域社区的数字媒介建设便被寄予了厚望( 姜
飞、黄廓，2014) 。
2017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意见》。意见指出，“实施‘互联网 + 社区’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
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运用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
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
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从技术角
度看，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成为社区场景中地方
治理者、社区组织和居民通过基于 Web 2. 0 架构下的相关社会媒体应用
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平台。这种新媒体架构具有用户产生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在线身份创造、关系网络可视化以及与移动通讯设备
紧密结合等特点( O' Ｒeilly，2007) 。不同于传统的社区网站，社会化特质
让社区新媒体具备了信息媒体、社会网络和政务平台等多种功能。
针对新型在线网络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国内学者已开展了一些研
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网络技术似乎扮演了“冰与火”的双重角
色。一方面，相关社区的案例表明，以互联网应用为基础的社区新型媒
介弥补了主流大众媒体的社区传播缺场，并成为社区参与的重要平台，
推动了地方治理者、社区组织和居民的良性互动，促进了社区融合，提
升了社区治理水平( 谢静、曾娇丽，2009; 谢静，2010; 袁靖华，2014; 张志
安等，2015) 。在另一种研究叙事中，同样是业主们的在线网络，却成
为了居民进行社区维权与抗争的重要工具( 黄荣贵、桂勇，2009; 黄荣
贵等，2011; 郑坚，2011; 王斌，2014) 。更加矛盾的是，例如在一些社区
维权事件中，同样利用新媒体的地方管理者尽管“通过各种大众媒体、
官方微博、政府网站等渠道对项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但未能化解事件
的愈演愈烈之势”( 王斌，2014) 。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层却极为重
要的环节，其与社区新媒体的关系，尚有不少有待厘清的问题。基于
此，本研究尝试从新媒体的多维技术特征出发，探索社区场景中新技术
发挥功能的关键机制。我们希望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首先，被视为可能
填补“传播灰色地带”的重要力量，新媒体是否影响了社区治理水平?
其次，在社区治理中，促进多方有序互动的新媒体为何又突然成为对抗
的导火索? 这种技术角色转换背后的社区日常实践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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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新媒体与治理的两种视角: 资源网络与平台建设
(一)新媒体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息与互动
在社会学研究中，互联网对地域社区建设影响的利弊之争由来已
久。然而一些研究者则开始关注互联网与邻里社区的结合———社区在
线网络( community networking) 这种新形态。“互联网 + 社区”的形式
促发了社区居民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信息分享和沟通的活动( Kavanaugh
et al. ，2005; Shah et al. ，2001) 。基于地理空间的在线网络显著地减少
了沟通成本，增加了邻里间交换观点的机会，从而促进了社区发展和更
新，推动了社区治理( Carroll ＆ Ｒosson，2003) 。
进入社会化的新媒体时代，这种积极的社区效应也仍未消失。例
如在一项调查中，91%的英国推特( Twitter) 受访者表示曾利用其积极
参与地方社区的讨论并与当地居民互动( William et al. ，2014 ) 。与此
同时，美国的脸书( Facebook) 使用者也拥有更多地域社区基础上的社
会资本( Hargitta ＆ Shaw，2013 ) 。这种新媒体与地域社区的结合展现
了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通过新媒体，社区行动或组织能够更便捷地
招募地方参与者( Finn，2011; Johnson ＆ Halegoua，2014) ; 另一方面，新
媒体网络成员拥有相似的交谈背景，这促进了共同话题的形成，提升了
社区行动能力，从而推动了地方治理( Takhteyev et al. ，2012; 陈华珊，
2015) 。
社会学强调了社区新媒体所具互动功能的社会网络特点，而传播
学尤其是社区传播方向的研究则更侧重其信息媒体作用对社区建设的
影响。居民通过阅读报纸、与邻里交谈、看电视或使用互联网获取地方
信息的行为体现了其与社区结构的连接( Matei ＆ Ball-Ｒokeach，2003) 。
因此，当互联网用于获得地域社区的信息时，能够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
和认同( Dutta-Bergman，2006) 。例如一项对地方社区推特使用的研究
表明，这种网络或许不能让居民有共同体般的紧密联系，然而信息的共
同性创造了无形的社区共同感以及社区关注与分享行为。因此，基于
社会媒体的在线共同体虽有非互惠性和不稳定性的缺点，但依然能够
提高社区感( Bingham-Hall ＆ Law，2015) 。
传播基础结构理论(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 则试图整
合社区媒体的两种功能。美国南加州大学学者鲍尔 － 洛基奇提出，在
271
社会学研究 2019． 3
社区中存在不同水平的叙事资源网络( storytelling resource network) 和
叙事者，其中包括微观水平的居民日常互动、中观水平的社区组织和相
关机构以及宏观水平的大众媒介和国家。不同的社区叙事者通过各类
互动分享社区故事，促进想象共同体的产生，形成了人们可用于提供社
区认同的基础结构( Ball-Ｒokeach et al. ，2001) 。因此，鲍尔 － 洛基奇及
其合作者通过多项调查研究表明，多水平的社区叙事网络彼此间互相
刺激，推动 了 社 区 参 与，提 升 了 社 区 归 属 感 和 效 能 感 ( Kim ＆ Ball-
Ｒokeach，2006; Katz，2010; Lin et al. ，2010; Kang，2013; Jung et al. ，
2013) 。机构、大众媒体、居民交往网络和互联网共同提供了关于地方
的故事，这些故事激活了邻里叙事，搭建了宏观社会制度、社区网络和
居民之间的桥梁( Mesch ＆ Talmud，2010) 。
综合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讨论可以发现，一方面，作为大众传播媒
介，新媒体的信息供给角色构筑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叙事系统，传播了地
方性知识，激发出基于空间的各类治理话题，增进了居民对社区公共事
务的感知和理解;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网络平台，新媒体凭借其社会化
优势，改进了居民间接触的机会结构，搭建新型的邻里关系网络，这有
利于集体行动的形成，从而增强社区的问题解决能力。因此，新媒体的
信息和互动两种功能彼此交融，共筑居民日常话题和交往的社区属性，
构建出一种居民的新媒体资源网络。这种资源网络兼具信息供给和行
动动员的优势，从而可能提升社区的治理水平。
(二)平台建设:作为基层政务的新媒体
源于新媒体具有的信息和互动功能，当基层管理机构作为网络中
的特定用户时，它可能在三个方面对社区治理发挥独特的作用。第一，
社会化形态的互联网技术提升了基层政务的透明度。与需要用户主动
去搜寻信息的政务网站相比，使用社会媒体的内容发布平台，可以让公
共部门的议程和活动更加贴近公众。政务机构也可以用一种更符合公
众偏好和喜闻乐见的模式提供新闻和信息，提高相关信息的传播性
( Bertot et al. ，2010) 。较之传统的“专家”解读方式，这种信息提供模
式更有利于管理透明度的提升和获得公众信任。第二，新媒体也能提
高基层政务的回应性。一方面，基于 Web 2. 0 的新媒体与可移动通信
设备的高度融合，使公共部门能更高效地传播政务信息，与公众互动也
更加便捷( Golbeck et al. ，2010) 。社会媒体比传统政务网站更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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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直面每个使用者的沟通需求，其平台也更具沟通的深度和广
度优势( Kim et al. ，2015; Choi et al. ，2011) 。这有利于管理者更精准
地把握公众需求，提供相应服务。最后，新媒体能够促进基层部门的问
题解决能力。由于不同级层、类型的部门都可以开设社会媒体账号进
行协作，这突破了科层管理的桎梏，提高了部门协同能力( Bonsón et
al. ，2012) 。因此，新媒体提升了政府快速而有效地与大众沟通的能
力，尤其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及时地收集公共信息并向居民提供反馈
( Yates ＆ Paquette，2011; Kim ＆ Liu，2012; Graham et al. ，2015) 。总体
而言，新媒体的媒体特征提升了政务透明度，而社会网络特征则让政务
机构作为特定成员融合于居民日常的新媒体资源网络中，提高了政务
的回应性，从而实现信息时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表 1 信息化时代的社区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结构 合法性来源 价值取向 核心力量 行动者逻辑
层级化治理 行政性 部门价值 政府 管理者逻辑
网络化治理 社区性 公共价值 多中心 节点逻辑
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技术和社会往往是一种互构的关系。
“建构中的技术会因为组织结构的技术刚性而被修订或改造”( 邱泽
奇，2005; 张燕、邱泽奇，2009) ，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技术可能展现出
不同的功能弹性。信息时代的新媒体技术的功能发挥也同样受到外部
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塑造( 陈福平，2013) 。例如奥利维拉和韦尔奇对美
国 791 个地方政府使用社会媒体情况的研究表明，公共部门的治理结
构差异影响了其使用社会媒体的偏好( Oliveira ＆ Welch，2013 ) 。因
此，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一些研究者也呼吁我国基层治理结构需要
从传统的层级化治理转向网络化治理( 王颖，2014; 刘少杰，2015 ) 。网
络化治理表现为以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关系网络为基础，通过多元
参与追求公共价值，以协商的方式调节利益，实现自我管理和风险与利
益的共享( 孙健、张智瀛，2014) 。由于互联网的特性之一就是“去中心
化”，“其包含的仅仅是节点”( 卡斯特，2009: 3 ) ，因此，如表 1 所示，社
区网络化治理结构的特点是其合法性来源于社区性而非行政性，在追
求社区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多方行动者都可以成为治理的核心力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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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区行动者也都处于网络节点位置。①
当前我国社区实践同时包括了行政性和社区性，因此可能兼具层
级化和网络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会如何与新媒体技术相互影响呢? 综合
上述讨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基于形成路径的差异，社区
图 1 社区新媒体与社区治理的互构路径
新媒体包括内生于社区的资源网络和官方推动的正式平台两种形态。
前者反映了居民日常新媒体信息获取和社区互动的交织作用，而后者
则在地方管理者的推动下形成。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的功能使其具备
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而地方管理者参与的内容生产则给予
了新媒体政务平台的新属性。相应的技术特征就可能彰显于多主体如
何运用信息和互动功能影响社区治理的过程之中。例如治理主体之间
的互动体现了新媒体的社会网络特征，而新媒体的媒体特质则在不同
使用者阅读相互间推送的信息、互动中的评论和留言时发挥作用。当
地方管理者发布政务信息、回应居民意见时，社区新媒体则成为了基层
政务平台。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管理者、社区组织以及居民兼具技术
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因此，新媒体技术功能的弹性就
依赖于不同治理结构所塑造的多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不同形式
的社区新媒体凭借信息和互动能力，让居民对社区管理、参与和认同等
治理要素产生了不同评价，影响了社区治理水平。而另一方面，技术所
嵌入的社区治理结构( 例如当前社区中并行的层级化和网络化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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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文献对“社区性”概念的实际侧重点并不相同。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社区性视为具
有空间边界的，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参与、互动和服务来满足社区需求和实现社区认同的
社会特质。
结构) 塑造了多主体之间的行动逻辑，可能让技术发挥出不同功能。
对这种互构关系的探索和解析，有助于理解当前“互联网 + 社区”行动
的实践效果和日常逻辑，从而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三、数据、方法与变量情况
(一)调研方法与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平行设计方案进
行了定量和质性数据的收集。该方案适用于在研究过程中同时收集定
量和定性资料，而在分析中两类研究不分优先级并保持各自独立性，最
后在整体解释过程中混合两种研究结果 ( 克雷斯维尔、查克，2017:
50) 。本研究收集了三类数据资料。第一，针对社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们于 2016 年在 A 市抽取了 22 个社区，通过居民人口信息系统，在每
个社区系统抽取了 50 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最终获取 971 个有
效样本，完成率为 88. 3%。根据社区规模，研究对样本进行了人口加
权。第二，本研究通过与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信息化平台相关
运营人员的深度访谈、座谈会等形式，收集了社区新媒体建设的质性资
料。第三，线上数据的抓取。我们利用网络爬虫程序抓取了这些社区
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自开通到 2016 年底的微博、微信文章等相关
在线信息，获取了微博账号的关注数、粉丝数、16536 条微博博文内容
及其转评赞情况和 1176 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数量、发布周期等信息。研
究通过人工交叉编码对微博博文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①
(二)定量分析中的变量情况
1． 因变量: 社区治理水平
目前尚未有衡量社区治理水平的统一指标。一方面，相关研究多
采用居民 评 价 的 主 观 绩 效 评 价 方 法 ( 陈 捷 等，2011; 石 发 勇，2013:
105) 。另一方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也指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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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机器学习较难处理涉及图片和视频信息的博文分类，因此研究仍利用人工方式编
码。具体将内容编码为原创 /转发，转发自哪一机构 ( 政府 /公办新闻媒体 /民间博主
等) 、内容类型( 工作动态 /居民反映问题等) 以及博文内容关注于特定空间中的活动( 社
区 /街道 /区 /市等) 。
“逐步建立以社区居民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社区治理评价体系”。
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以居民主观感知为主的治理绩效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包括: ( 1) 社区管理，即测量居民对地方社区管理者和相
关管理部门的评价。研究基于量表设计考察了居民对社区管理工作在
“及时性”“透明性”以及“问题解决效果”上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
得到对社区管理的评价变量。① ( 2) 社区参与，即测量居民对各类社区
公共议题或活动的参与情况。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自治的核心元
素。我们将“从不参与”到“经常参与”转换为 1 － 4 分的测度。( 3 ) 社
区感，这一指标是衡量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指标，根据以往研究，我
们利用量表测量了社区感的两个维度———功能性和情感性( 辛自强、
凌喜欢，2015) 。前者是居民对社区硬件环境和外部管理形成的认同，
而后者则是从居民自身认同出发形成的社区感。我们将“完全不同
意”到“完全同意”转换为 1 － 4 分的测度。根据表 2 的主成分因子分
析结果，我们得到了综合性的社区参与和社区感变量。
表 2 社区参与和社区感的因子分析
社区参与 负荷值 共同度 社区感 负荷值 共同度
活动信息 0. 745 0. 555 居住在这个社区，生活很便利 0. 634 0. 404
便民信息 0. 790 0. 624 我很认可这个社区的管理水平 0. 784 0. 614
生活经验 0. 773 0. 597 这里的社区环境令人满意 0. 780 0. 608
邻里互助 0. 711 0. 506 居住这个社区符合家庭的需求 0. 818 0. 669
空间议题 0. 738 0. 545
设施议题 0. 798 0. 637
我觉得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我生命
的一部分
0. 823 0. 678
环境议题 0. 801 0. 647 社区让我有家一样的感觉 0. 852 0. 726
服务议题 0. 804 0. 647 我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 0. 607 0. 369
选举议题 0. 691 0. 478
维权抗争 0. 585 0. 343
我愿意为社区事务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情
0. 540 0. 292
特征值 5. 571 4. 359
解释方差比例( % ) 55. 71 54. 49
2． 自变量
( 1) 社区新媒体资源网络
根据传播基础结构理论，金永灿和鲍尔 － 洛基奇提出社区叙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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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关系，在此省略了“社区管理”的因子分析结果。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络的测量公式为:
槡 槡 槡LCSN = LC × INS + OC × INS + OC × LC
其中 LCSN 为居民对社区叙事资源网络的接入程度，LC 为地方媒
体连接程度，INS 为邻里交往强度，OC 为社区组织参与程度。该公式
表达了由社区媒体、居民日常网络和社区组织交织而成的媒介资源网
络( Kim ＆ Ball-Ｒokeach，2006) 。因此，借鉴该理论，我们设计了以下测
算方法来衡量居民对社区新媒体资源网络的接入程度。
新媒体资源网络 槡 槡 槡= CNC × INS + CNP × INS + CNC × CNP
其中社区新媒体接入度( CNC) 的测量项目为居民阅读社区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发布信息的频率，这体现了新媒体的信息功能，也反映了
居民对新媒体正式平台的接触程度; 新媒体网络参与( CNP) 为居民利
用新媒体相关平台( 微信、微博、QQ 群等) 参与社区活动的程度，该指
标体现了新媒体的互动功能; 邻里交往( INS) 强度为受访者与其他居
民、社区组织和相关服务人员的日常往来程度。如表 3 所示，通过对社
区新媒体网络参与和邻里交往的两个量表的因子分析，得到了新媒体
网络参与和邻里交往变量。最后，本研究将三个变量标准化后并通过
公式计算得到社区新媒体资源网络变量。①
( 2) 社区新媒体正式平台
地方社区的信息化建设实践通常包括社区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
号三种类型。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基于 Web 2. 0 和移动终端系统的媒
体形态，因此主要关注了社区官方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建设情况。正如
前文所述，当地方管理者参与到社区新媒体的建设中，就可能让相关平
台成为基层政务信息和互动的独特供给者，因此从新媒体的两种核心
功能出发，我们利用相关指标来衡量新媒体正式平台的建设水平。
首先是正式平台的信息功能。具体包括以下测量指标: A. 日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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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媒体的信息与社区社会网络的交互刺激的理论背景和我国的社区实践出发，我们设计
该指标时对原公式进行了一些修正。一方面，新媒体的信息获取既可能来自于阅读新媒
体平台内容，也可能来自于在新媒体平台上的用户互动。因此，我们从新媒体接入和参
与两个方面进行了测量。另一方面，金永灿和鲍尔 － 洛基奇的测量突出了组织化社区网
络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社区实践中，居民未必是社区组织成员，但却也可以通过参与社
区组织的活动以及与组织人员的接触来构建社区网络。由此，我们在“邻里交往”的测
量中也纳入了组织化网络的因素。
博数量，即微博总数 /天数，反映了平台的活跃程度; B. 微博关注程度，
即微博粉丝数 /社区人口数，反映了潜在受众的关注程度; C. 微信文章
数，即公众号发布的文章总数; D. 微信周均文章数，即微信文章数 /第
一篇文章到 2016 年末最后一篇文章的间隔周数。上述指标反映了正
式平台作为信息媒体时在信息生产和用户覆盖上的能力差异。
表 3 社区新媒体网络参与程度和邻里交往强度的因子分析
社区新媒体网络参与 负荷值 共同度 邻里交往 负荷值 共同度
兴趣小组讨论 0. 810 0. 657 邻居 0. 7378 0. 600
健康、亲子教育等信息分享 0. 813 0. 661 居委会 0. 8719 0. 760
民主选举 0. 773 0. 599 业委会 0. 6537 0. 427
社区团购、便民信息分享 0. 846 0. 716 社区服务人员 0. 8542 0. 730
社区环境建设讨论 0. 866 0. 750
社区矛盾化解 0. 823 0. 680
特征值 4. 061 2. 206
解释的方差比例( % ) 67. 68 55. 16
其次，我们也利用若干指标衡量了正式平台的互动情况。包括以
下 3 个指标: A. 微博互动程度，即微博评论数 /微博粉丝数，反映了粉
丝与平台的互动程度; B. 微博认同程度，即微博点赞数 /微博粉丝数，
该指标表达了粉丝对博主博文的认同; C. 微信平均阅读量，即微信公
众号发布文章的总阅读量 /文章数。①
3． 控制变量
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
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居住稳定性( 在该社区居住多少年) 及其对社区
其他相关软硬件条件的满意程度。其中社区满意度项目包括对居住环
境、公共设施、周边配套和邻里关系的满意度，通过对这些项目评价的
控制，可以更好地评估新媒体对社区治理的净效用。此外，由于中国社
区资源投入以及居民参与能力等往往与社区人口规模、社区类型紧密
相关，这可能是影响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变量( 黎熙元、陈福平，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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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微信文章的阅读量间接反映了文章被转发的程度。一般而言，转载文章的微信用户越
多，文章阅读量越大。
陈鹏，2016) ，因此我们对社区人口规模、社区类型进行了控制。表 4 为
分析中将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 4 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
自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新媒体资源网络 5. 77 2. 12 收入水平 4. 72 2. 66
日均微博数 0. 51 0. 53 婚姻状况( 未婚 = 0) 0. 81 0. 40
微博关注程度 0. 11 0. 14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0) 0. 22 0. 41
微博互动程度 0. 70 0. 74 居住稳定性 14. 77 12. 21
微博认同程度 0. 26 0. 24 居住环境 2. 90 0. 70
微信文章数 53. 45 104. 23 公共设施 2. 62 0. 74
微信周均文章数 0. 98 1. 49 周边配套 2. 78 0. 73
微信平均阅读量 19. 73 29. 24 邻里关系 3. 10 0. 59
控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社区人口规模( 万) 0. 73 0. 27
性别( 女 = 0) 0. 46 0. 50 社区类型( 老城区社区 = 0)
年龄 44. 23 14. 61 商品房社区 0. 41 0. 50
受教育程度 13. 23 3. 25 村改居社区 0. 10 0. 29
注: 样本数为 971，社区数为 22。
四、社区新媒体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如表 5 所示，由于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差异，我们通过微博用户和微
信用户两组子样本，建立了 6 个分析模型。① 由于模型中既包括个体
水平的人口学特征和新媒体资源接入等变量，也包括社区层次的新媒
体平台建设水平、社区规模变量，因此我们采用了多层次线性回归对模
型进行估计。
首先，根据模型 1 至模型 6 的结果，社区新媒体的资源网络变量对
评估社区治理绩效的三个维度都产生了积极作用。社区新媒体资源网
络的作用符合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理论预期。居民之间的日常接触、从
新媒体获得社区信息以及在线参与所交织构成的社区媒介系统，促进
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提升了社区管理，并有利于共同体感知的形成。
其次，第一组针对微博用户的模型( 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显示出
以下特点: ( 1) 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社区微博被关注程度越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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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的关系，表 5 没有报告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的社区参与和社区感也越高。( 2) 除了模型 1 中微博认同程度对社区
管理有积极作用外，微博互动程度和认同程度对社区治理各项指标的
影响并不显著。从社区新媒体平台兼具的信息功能和互动功能上看，
平台的信息发布情况、受众对平台的关注反映了前者功能的发挥，而使
用者在平台上的发言、转发、点赞等互动和认同行为则表现了后者。根
据统计结果，微博平台更多地发挥了信息功能，而作为社会网络的互动
属性则影响甚微。在第二组针对微信用户的模型( 模型 4、模型 5、模型
6) 中，根据模型 6，社区微信公众号周均文章数越多，居民的社区感越
高。但在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社区微信平台对居民的社区管理评价和
社区参与都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微信平台也只在文章发布频率这
样的信息功能指标上对社区治理产生作用，而间接反映互动的阅读量
指标对社区治理评价的影响也不显著。综合以上结果可见，当前社区
新媒体的正式平台更多地体现了媒体特征，通过信息机制影响了社区
治理，但并未显示出参与和互动的社会网络平台优势。
最后，社区微博的日常活跃程度( 日均微博数) 对社区管理和社区
感都具有负向效应( 模型 1 和模型 3) 。有研究也发现微博用户的日均
微博数对其线上影响力具有负面影响的现象，原因则可能是虽然博文
数量增加，但博文的有效信息量却下降，从而形成信息过载( 黄荣贵、
桂勇，2014) 。那么什么样的信息可能导致信息过载呢? 或许通过对
社区微博博文内容的进一步分析，才可能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表 5 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多层次回归模型(HLM)
变量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a 0. 043 0. 191＊＊ －0. 201＊＊ － 0. 04400 0. 077 －0. 150＊＊
年龄 0. 003 0. 003 0. 007* 0. 002 0. 003 0. 001
受教育年限 0. 003 0. 049＊＊＊ 0. 054＊＊＊ － 0. 010 0. 005 0. 016
收入水平 － 0. 023 0. 000 － 0. 001 － 0. 025* － 0. 003 0. 006
婚姻状况b － 0. 208* － 0. 181* － 0. 088 － 0. 101 － 0. 050 － 0. 066
政治面貌c 0. 056 0. 106 0. 009 0. 068 0. 080 － 0. 024
居住稳定性 － 0. 002 － 0. 001 0. 013＊＊＊ － 0. 004 0. 001 0. 012＊＊＊
社区满意度
居住环境 0. 310＊＊＊ 0. 111 0. 472＊＊＊ 0. 238＊＊＊ 0. 139＊＊＊ 0. 388＊＊＊
硬件设施 0. 158＊＊ － 0. 022 0. 363＊＊＊ 0. 174＊＊＊ － 0. 039 0. 305＊＊＊
周边配套 0. 024 0. 043 0. 156＊＊ 0. 100 0. 022 0. 238＊＊＊
邻里关系 0. 227* 0. 159* 0. 157＊＊ 0. 072 0. 106* 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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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新媒体形态
资源网络 0. 055＊＊ 0. 168＊＊＊ 0. 085＊＊＊ 0. 083＊＊＊ 0. 183＊＊＊ 0. 082＊＊＊
平台建设
日均微博数 － 0. 208＊＊ 0. 186 － 0. 213＊＊
微博关注程度 0. 188 0. 271＊＊ 0. 336＊＊
微博互动程度 － 0. 001 0. 081 0. 084
微博认同程度 0. 625＊＊＊ － 0. 295 0. 259
微信文章数 0. 000 0. 000 － 0. 000
微信周均文章数 0. 054 － 0. 001 0. 073＊＊
微信平均阅读量 0. 001 0. 004 － 0. 002
人口规模( 万) 0. 315＊＊ － 0. 010 0. 500＊＊＊ 0. 019 － 0. 066 0. 343＊＊＊
社区类型d
商品房社区 0. 005 0. 043 0. 291＊＊ － 0. 165＊＊ 0. 031 0. 148＊＊
村改居社区 0. 023 － 0. 354＊＊＊ 0. 160 － 0. 262＊＊＊ － 0. 073 0. 005
常数项 － 2. 704＊＊＊ － 2. 819＊＊＊ － 5. 403＊＊＊ － 1. 870＊＊＊ － 1. 916＊＊＊ － 4. 380＊＊＊
组内相关系数 0. 039 0. 107 0. 068 0. 032 0. 053 0. 034
样本数 423 423 423 773 773 773
社区数 22 22 22 22 22 22
注: ( 1) 参照组: a 女性，b 未婚，c 非党员，d 老城区社区; ( 2 ) 个体样本进行了人口加权;
( 3) * p ＜ 0. 1，＊＊p ＜ 0. 05，＊＊＊p ＜ 0. 01。
五、嵌入于社区治理的新媒体: 技术弹性与内容生产
(一)新技术的应用与功能“收缩”:内容生产的“行政化”
根据调查数据的分析，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新媒体资源网络提高了
社区治理水平。然而研究也发现，虽然新媒体兼具信息媒体和社会互
动网络等优点，但社区微博、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官方平台实际只起到了
信息媒体的作用，甚至其信息供给对社区治理起到了负面影响。为何
正式平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对平台内容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找
到问题的关键，因为平台内容反映了平台信息的质量，同时特定的内容
偏好也折射出生产主体所遵循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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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基层街道办承担了本由上级政府负责的部分管理职
能。街道办受限于人力、物力，只能再将大量行政任务摊派给所辖的社
区居委会，由此形成了城市社区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进而塑
造了“条块分割”的社区行政特征。直接面向居民并且同时接受地方
部门管理的社区居委会实际承担了大量的行政性任务。这些任务中也
包括了社区信息化。“社区设有微博，是区 X 局、区 Y 委要求建立的，
微博建立的初衷是主打监督功能”( T － 13 社区访谈) 。① 因此，调查中
的 22 个社区都设立了社区官方的微博账号，并由居委会相关人员运营
这些新媒体平台。② 可以说社区微博从诞生起便带有行政任 务 的
色彩。③
对 16536 条社区微博博文的分析反映了这类平台建设的特点。如
图 2 所示，我们分别从博文的内容类型、所涉空间范围和被转发博文所
属机构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在社区微博的内容分类上，主要类型集
中于生活资讯、时事新闻和工作动态三项，占总博文量近 80%，而与社
区公共事务更紧密，也更符合“主打监督”本意的“居民反映问题”
( 1. 1%) 、“公益慈善”( 6. 2% ) 等项目占比却非常低。这显示了社区微
博更多体现出信息媒体而非互动平台的特质。其次，从博文信息所涉
的空间范围看，社区范围的信息只有 30%，实际与涉及全国范围的信
息相当。有研究表明，居民对社区新闻的重视程度与社区意识正相关，
而通过提高获取社区信息的便捷性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社区意识( 王
斌、王锦屏，2014) 。因此，作为社区媒介的微博建设未表现很强的“社
区性”，并不利于提升社区感。最后，社区微博中有 9206 条博文转发自
其他社会机构的微博账号，对这些机构类型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官方
平台的“行政”特性。在所有被转发博文中，社区大量转发了来自政府
相关机构和公办新闻媒体的博文，两者占转发博文总量的 69. 4%。而
通常被 视 为 与 社 区 具 有 天 然“亲 和 性”的 社 会 组 织 被 转 发 量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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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研究惯例，我们对研究所涉社区和相关机构进行了化名处理，其中社区根据微博账
号设立的时间排序，以字母 A-Z 和设立年份命名，如 A －11 社区表示首个于 2011 年设立
微博的社区。
2013 年，上级机关正式要求社区居委会推动新媒体平台的建设，原则上每个社区都要有
自身的微博账号，并以此作为绩效考核目标。但有部分社区在全面考核前已开通了自己
的官方微博，其中 2011 年有 4 个社区，2012 年 7 个社区，至 2013 年末，被调查社区实现
了社区微博全覆盖。
由于无法获得社区微信公众号的互动信息，我们主要用社区微博的运营情况进行分析。
2. 8%，对民间博主的转发量也只占 12. 2%。因此，社区微博实际无异
于一般的宣传媒体，并没有体现出鲜明的社区性。
图 2 社区微博博文内容类型、所涉空间范围和被转发博文机构类型分析
但这也不仅仅是上级行政要求的结果，也受制于居委会本身的组
织资源。社区居委会的组织资源是指其工作正常运转所依赖的各方面
条件，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时间资源等，由于上
述资源在居委会内部短缺严重，因而导致了社区工作中的“选择性应
付”现象( 杨爱平、余雁鸿，2012) 。在社区新媒体平台的实际运营中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对于人力资源的不足，社区新媒体运营人员指出，
“社区工作人员只会基本的平台日常维护，很难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
优势，急需网络平台运营的专业化”( C － 11 社区访谈) 。也存在财力
和权力资源的不足，例如我们在对 S － 13 社区相关负责人的访谈中了
解到，该社区曾有意向居民推广社区新媒体，想要制作纸质宣传材料并
向街道申请相关经费。而街道通常要看到宣传册的实际效果才会批准
特别有限的款项申请，行政流程也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但制作前期样
本的广告公司不愿意承担赊账风险，需要签订预付合同。矛盾的是，在
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居委会既不能签合同，也无法垫付费用。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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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册的制作过程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新媒体平台的运营人员坦
言，“相对于其他工作来说，( 社区微博) 更新还是比较次要的，社区最
重要的还是综治、计生和民生这些工作”( H －12 社区访谈) 。
图 3 社区微博被转发博文机构类型的变化(2011 －2016 年)
因此，在行政任务多、组织资源不足等社区治理环境中，新媒体平
台的内容生产表现出“行政化”特征。技术的功能弹性造成了一种嵌
入性的功能“收缩”现象，即具有多元功能优势的新技术由于受到所处
治理结构的约束，发生特定功能的萎缩。对正式平台生产的博文内容
进行历时性分析会更清楚地观察到这种变化。如图 3 所示，本研究分
析了在 2011 － 2016 年间社区微博转发博文的机构类型变化趋势。从
调查中了解到，虽然上级机构要求社区设立新媒体平台的时间是 2013
年，但实际上有半数社区在此之前就尝试了开通微博以推动社区建设。
因此，2013 年成为行政考核的窗口期。在社区微博开通的初期( 2011
年) ，微博转发博文超过 60%来自于公办新闻媒体和民间博主，此时社
区微博具有新闻媒介和民间互动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微博
与民间博主的互动逐渐降低，与上级政府机构的博文互动开始增长，特
别是在 2014 年，近 50%的转发博文转自政府机构。2014 年后，由于窗
口期已过，对政府机构的博文转发也略有减少，社区微博开始增加对公
办新闻媒体的转发，成为了主要传递各类官方信息的媒介平台。然而
这导致的结果是居民实际可以直接关注上述被转发的官方信息机构账
号，社区微博的信息则显得“冗余”。因此，这也解释了调查数据分析
中日均微博数量对治理水平产生负向效应的内在原因。综合以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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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区新媒体正式平台的运作嵌入于治理结构，其内容生产也随着政
府机构、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等治理主体间博弈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发生
了“行政化”。
(二)技术的社区分化:内容生产和需求的分离
在调查中，虽然作为正式新媒体平台的社区微博呈现出新媒体技
术功能的“收缩”和内容生产的“行政化”特点，然而社区相关负责人却
认为，对整体的社区工作来说，社区新媒体平台其实并不重要，因为
“关注微信和微博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对社区并不如老
年人对社区事务关心”( N － 13 社区访谈) 。相关研究也将这种“社区
参与鸿沟”作为基层新媒体运营不佳的解释( 黎军、王倩，2015) 。然而
社区中的年轻居民实际上正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社区，“社区居民对自
己组织和建立的网络交流平台有更高的参与热情，使用频率更高，这导
致社区政务网站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N － 13 社区访谈) 。例如在
Ｒ －13 社区，居民便利用自己的微信群建立了社区的新媒体网络。
( 社区群) 是居民监督居住环境的空间改造进度、物业公司问
题等等方面的重要平台，居民在其中不仅谈论关于物业、居委会、
业主方面的消息，也会聊聊日常生活，在交流中促进邻里感情。比
如微信群里有一位居民是长跑爱好者，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布一
些跑步相关的信息，有相同兴趣的就会相互联系; 有些居民经常会
在微信群里发送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出去游玩的照片，微信群也
成为居民之间相互熟悉、交流的平台。( Ｒ －13 社区访谈)
这里存在着矛盾: 居委会工作人员认为作为新媒体用户主体的年
轻居民不关心社区事务，而这些年轻人却在自己搭建的网络平台中热
衷于讨论社区事务。或许居民只是对社区正式平台不感兴趣，而更在
意自发的新媒体网络。但对社区微博的分析却透露出另一种事实。
微博的转发、评论和点赞功能代表了关注者对博文内容的兴趣程
度和互动意愿。如若人们不关注社区事务，就意味着不同类型博文不
会有明显的转评赞差异。如图 4 所示，本研究比较了不同类型博文的
转评赞情况。首先，原创博文反映了平台运营者对微博的用心程度，可
以看到原创博文获得的积极互动明显高于转发博文。其次，从博文内
681
社会学研究 2019． 3
容来比较，获得转评赞最高的博文类型主要为公益慈善、居民反映问
题，之后是工作动态。从这些互动情况可以看出，博文越是与社区相
关，越贴近居民所关心的问题，越能获得积极互动。实际上，这种贴近
“社区”的互动反应也表现在被转发博文的差异上。我们进一步比较
了来自不同机构的被转发博文的转评赞情况。在得到较多关注者互动
的被转发博文的机构中，排在前三位的是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和民间博
主。这恰恰与社区微博的“行政化”内容生产趋势相反。虽然社区管
理者认为新媒体正式平台似乎没有那么强的社区效应，但实际上居民
间接地通过互动表达出了与官方大相径庭的社区关注点。
图 4 社区微博博文的转评赞情况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社区微博这种新媒体平台能否得到积极
互动，取决于其内容生产是否能更接近社区的真实需求，而居民的真实
需求则是信息和互动的“社区性”。然而当技术平台嵌入于层级化的
治理结构，内容生产远离居民需求时，平台关注者会对这种趋势作出回
应。如图 5 所示，我们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比较了居民对这种内容生
产的回应。可以看到，如前文所分析的，社区微博在从早期运营者的主
动创新到逐步成为行政评估指标的过程中，获得的互动越来越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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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博文所涉事件、活动等空间范围看，越是贴近地方社区的博文，
越能得到来自关注者的积极互动。基于此，社区新媒体平台的技术功
能“收缩”，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运营者所言的居民的社区“冷漠”，而是
内容生产的“行政化”导致了与居民需求的分离。
图 5 社区微博博文转评赞的时空变化趋势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居民日常新媒体资源网络能够提高社区治
理水平，然而具有网络互动优势的社区新媒体正式平台却只发挥了信
息媒介的有限作用。通过线下访谈和基于社区微博的内容分析，本研
究也发现社区新媒体平台存在技术功能的“收缩”现象，根源在于其嵌
入的层级化社区治理结构造成了内容生产和居民“社区性”需求的分
离，使新媒体平台的信息质量和互动的回应性都不尽如人意。上述分
析结果可以给予我们以下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微博、微信等社会媒体与邻里关系网络交织而成的新媒体资源网
络对社区管理、参与和认同感等治理元素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行政意
义上的社区是当前社区建设项目落地的场域，“构建城市熟人社区和
地域共同体”也常见于各类政府机构的文本话语。然而我们要面对的
一个客观现实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规模问题。统计数据表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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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区的平均人口规模已近万人。① 几乎所有讨论中国社区建设方向
的著述都会谈及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但这种社区人口结构可能更
接近其笔下的“社会”，而非“共同体”。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社
区共同体感知中就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早在帕克论述报纸之于城市的
意义时就指出，若缺乏大众媒体，城市“不过象镶嵌马赛克似的邻里拼
在一起”( 帕克，1987: 91) ，而“报纸作为新闻的采集者和诠释者，它的
作用就是社区功能的某种发展。这种功能原来是由社区内部的人际交
流及街谈巷议来完成”( 帕克，1987: 87 － 88) 。对多数居民来说，亲身
参与和了解每一项社区活动，既难以实现，也没有必要。社区新媒体由
于兼具媒体和邻里网络的优势，就可能让微博、微信群等各类互联网微
应用成为居民参与和感知社区的窗口，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从而让
居民了解社区公共事务，实现认同。因此，无论是居民新媒体资源网络
还是社区新媒体平台，能否满足“社区性”需求都是其活力的核心来源。
其次，对社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特点和生产机制的分析，也提
供了观察新技术与其嵌入的宏观治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微型”窗口。
以社区微博为例，由于社区工作的行政化和组织资源不足问题，使其遵
循了层级化的内容生产逻辑。在这种纵向结构中，新媒体技术的多元
功能逐渐“收缩”为信息的单一功能，而且信息质量也非常有限。另一
方面，在社区新媒体平台运作者的话语中，这类平台处于社区工作的边
缘地带，目标群体也并不以此关心社区事务。然而浮现的问题则是被
视为不关心“社区”的这些居民却有自发的新媒体网络。因此，社区新
媒体实际形成了居民资源网络和社区正式平台的两个中心，延续了社
区行政中居民和居委会的两个中心格局( 闵学勤，2009 ) 。在此格局
中，本该起到连结地方管理者、社区组织和居民，弥补大众媒体缺场的
社区新媒体出现了分化。这或许解释了当政府和居民发生利益冲突
时，新媒体为何会呈现矛盾性的角色。居民通过日常互动形成的新媒
体资源网络由于具有信息和互动的复合性，当冲突发生时，甚至能够产
生技术的“扩张”，扮演以居民为中心的“政务平台”的角色。例如在社
区维权事件中，居民在自组织的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环境问题科普，解
读维权相关政策法规，组织拜访专家学者和邀请人大代表等公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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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用城镇常住人口数 /社区居委会单位数测算，2016 年社区平均人口规模为 7677 人。如
果包括需要社区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的流动人口，则规模可能远远超过这一数值。
( 尹瑛，2011; 王斌，2014) 。本来只具有媒体和社会网络特质的新媒体
资源网络扩展出“政务平台”属性，可能更强化了以居民为中心的资源
网络和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正式平台之间的隔离，带来政治信任危机。
最后，“信息化改变社区”( 王颖，2012) ，而社区也影响了信息化进
程。虽然理论界倡导社区治理需要向网络化治理转向，但缺乏对信息
技术之于社区微观实践过程的关注。因此，本文尝试将线上和线下、量
化和质性数据结合，希冀深入探讨当前新媒体如何从不同功能与社区
治理结构产生联系的关键性问题。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建设已进入城
市管理的日常实践话语，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和
“智能化”的发展方向。然而这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架构的“智慧”建
设，不仅仅是以硬件和平台为主体的“智商”提高，同时也包括了以舆
情、民情和感情为核心的“情商”建设。舆情在于了解居民关注的话
题，民情则是建设中融合居民日常的交往关系，而感情的目标是立足于
从居民的心理和认同展开项目。其根本在于网络时代的国家治理能力
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能否与技术的现代化协同发展。这也意味着思考
如何从技术特点、管理体制、组织架构、人才培养等方面让新型信息技
术发挥更积极有效的社会动能，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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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action-structure”and“agency-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s of structural exclusion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differentia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 ATP) ． It finds that:
( 1) The identification of ATP showed a tendency of“tiered development”; ( 2 ) The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TP are discrete，as some factors have
incentive effect，such as the reform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villages to urban communities and land acquisition policy，etc． Some factors
have hindered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including housing services，administration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s in urban areas，whereas other elements have been
ignored，such as the provision of the basic education service． ( 3 )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activities，the logic for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has moved from“process”to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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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mixed research design that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new
media， the latter demonst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social network and
governmental platfor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ource network of new media
available to the residents improves the level of community governance，whereas the
official platform has little impact．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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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of the official platform and community-based information and interactive
needs of the residents． This leads to the narrowing of technological functions．
Therefo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critical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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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bate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xiahai entrepreneurs and canzheng
entrepreneurs represent business elites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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